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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客服人員角色壓力對情緒耗竭的影響，並且從 JD-R 模式檢視人力

資源投入系統知覺的調節效果。本研究針對企業客服人員為研究對象，區分兩個階段完成問卷

蒐集，經過配對總共獲得 226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現職年資、負向情感等變數之後，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對情緒耗竭具顯著正向影響。此外，人

力資源投入系統知覺調節了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的關係，當客服人員知覺人力資源投入系統愈

強烈時，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的關係就愈弱。但是，人力資源投入系統未能調節角色模糊與角

色超載對情緒耗竭的關係。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理論與實務意涵，並提出研究限制與建

議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彙：角色壓力，情緒耗竭，人力資源投入系統 

壹‧ 緒論 

現代產業，無論是製造業、科技業、金融業，都已經屬於「服務導向」

的時代。隨著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概念的興起，

多數企業開始重視顧客關係，而第一線的客服人員處在公司與顧客間的重要位

置，是顧客進入公司的網絡中心（Anton, 1996），未來客服人員全球每年將成

長 40%（Lewig & Dollard, 2003），客服人員對企業的重要性與需求不言可喻。

但是，客服人員儘管被認為在管理顧客關係方面具有價值的資源，卻也是在一

個高度壓力的環境下工作（Proper, 1998）。根據國外 2007 年的全球調查報告

指出，客服人員離職率每年平均約 20%，造成相當於每位客服人員年營收 16%
的成本支出，約當一位客服人員兩個月的薪資（Holman et al., 2007）。對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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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現象，有研究認為壓力可能是造成客服人員高度離職率與缺勤率的重要原

因（Tuten & Neidermeyer, 2004）。 
客服人員對顧客的直接接觸，經由面對面或者透過電話的服務，都讓顧

客對公司產生了直接印象。面對形形色色的顧客，客服人員必須表現出耐心、

微笑、傾聽、說明、解釋的服務態度，其績效也直接反映在顧客的滿意度上。

因此，客服人員必須將顧客的各種問題帶回到公司內部，甚至為顧客爭取利

益，或者解決顧客的問題。但是，公司管理者或主管對客服人員的績效評估政

策，通常是根據客服人員的回應顧客時間、讓顧客等待的時間（Ruyter et al., 
2001; Tuten & Neidermeyer, 2004），這明顯與解決複雜的顧客抱怨或問題的評

估相互矛盾（Thaler-Carter, 1999）。除此之外，客服人員分別代表著公司與顧

客利益的跨邊界角色（boundary spanners），多重角色的工作環境，往往沒有

清楚的標準與責任（Kim et al., 2009）。這些因素使客服人員面對工作時，都

將因為角色上的模糊與衝突，而產生角色的壓力。 
有關角色壓力研究的理論發展可追溯至 1960 年代，美國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關注角色壓力的產生，以及角色壓力與心理緊張

（psychological strain）的關係。1970 與 1980 年代壓力與緊張關係的研究受到

更多的重視（如：Tosi & Tosi, 1970; Miles, 1975; Bedeian & Armenakis, 1981）。
工作倦怠是長期在工作場所中壓力反應的心理徵候，尤其是在員工與工作之間

產生的不協調產生的緊張關係（Maslach, 2003）。Gaines 與 Jermier（1983）
曾經提出倦怠過程模型（model of the burnout process）說明工作有關的壓力，

將會造成工作倦怠的緊張（strain）現象，也就是所謂的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Hagen（1989）的研究證實了工作相關的角色壓力是情緒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的前因變項。Deery 等人（2002）進一步指出，在工

作上必須與顧客維持高度的人際互動，而導致工作倦怠與撤離，最可能發生在

這些從事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的客服人員身上。 
多重角色衍生的角色壓力，因為角色的衝突、模糊、超載，產生情緒上

的緊張狀態，是角色壓力最常見的理論論述。然而，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認為多重角色可能隨角色轉換，獲得的資源與利益比損失的多（Sieber, 1974; 
Marks, 1977）。Greenhau 與 Powell（2006）亦認為這種資源的獲得與轉換，

對有效的工作管理是有幫助的。Clark Cline（2010）的多重角色研究中，強調

角色轉換可能緩衝降低角色緊張的可能性。Wegge 等人（2006）則在他們的

研究中強調，給予客服人員工作上更多的自主性、獲得更多技能、重視個人成

長與發展，這些激勵措施將更增加客服人員對企業的認同，進而降低情緒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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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因此，本研究認為，如果組織能提供適當工作的資源，或許能使員工因為

角色壓力產生的情緒耗竭現象改變。 
人力資源系統被認為可以提升員工的技能、動機、資訊與賦權的程度

（Levine, 1995; Pfeffer, 1998），對組織績效也會有影響（Lepak et al., 2006）。

根據文獻，這種工作實務有多種不同的名稱，包括：高承諾管理（high 
commitment management; HCM）、高績效工作系統（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 HPWS）或者是高承諾工作系統（high involvement work system; 
HIWS），或者高投入工作系統（high involvement work system; HIWS）及本研

究所稱人力資源投入系統（HR involvement system; HRIS）等工作實務，這些

實務均強調可以提供員工足夠的技能、動機、自主性，是勞動力競爭優勢的來

源（Lawler, 1992; Authur, 1994; Huselid, 1995; Purcell, 1999; Guthrie, 2001）。

由於客服人員的工作通常比較個人化，卻也存在跨邊界、多角色的工作壓力，

如果有足夠的自主性與投入系統的支持，將會減輕客服人員的壓力與厭倦感

（Barker, 1999; Batt, 2002; Deery et al., 2002; Batt & Colvin, 2011）。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針對電話客服人員（call center）工作倦怠的研究中，指出

過去的文獻顯示人力資源實務（HR practices）與員工的壓力有關，該文進一

步驗證人力資源控制系統（HR control system；HRCS）造成情緒失調，降低

自主進而產生倦怠，相反的，HRIS 對降低情緒耗竭則有顯著的幫助。雖然 HR
的工作實務有多種名稱，本研究以 HRIS 做為客服人員的支持系統，以利研究

進行。 
本研究採用工作要求與資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

（Bakker et al., 2003; Bakker & Demerouti, 2007）檢視客服人員在職場上，從

角色壓力到產生情緒耗竭的現象，是如何受到他們對人力資源投入系統

（human resource involvement system; HRIS）知覺的調節。JD-R 模型將工作環

境的條件大致區分為兩種類別，一個是工作的要求，另一個是工作的資源。工

作要求是指員工必須在與工作相關的生理、社會或組織等面向，無論是生理或

心理上持續的努力，因此也與生理與/或心理成本相關（Bakker et al., 2003, p. 
395）。如時間壓力、高工作壓力、角色超載、設備利用的困擾、情緒需求與

不良環境條件等，屬於工作上的負向心理反應；工作資源是指員工工作的生

理、心理、社會或組織方面是(1)達成工作目標的功能(2)減少工作要求與生理

和心理相關的成本(3)刺激個人成長與發展（Bakker et al., 2003, p. 395），如主

管或同事的支持、績效回饋、與自主性等。JD-R 模型的相關研究指出，工作

要求可以預測情緒耗竭，缺少工作資源也與工作倦怠顯著相關（Demerout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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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Bakker et al., 2004）。一般來說，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是負相關，高度

的工作資源可以減緩工作要求所產生的負面心理效應（Bakker et al., 2004）。

Bakker 等人（2005）也發現，工作資源可以緩衝高度工作要求對情緒耗竭產

生的影響。根據以上的理論說明，本研究以角色壓力為工作要求預測情緒耗

竭，並以人力資源投入系統知覺為工作資源做為調節變項，觀察其槓桿作用。 
過去關於角色壓力與工作倦怠或情緒耗竭的研究，有針對售貨員

（salespeople）、護理人員（nurse）、會計人員（accountant），卻很少將焦

點放在客服人員身上。本研究即以電話客服、櫃台人員、客房服務、售後服務

員等為對象，除探討這些員工的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的關係之外，並嘗試將

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提出的 HRIS 作為條件因子，觀照客服人員是

否因為知覺 HRIS，進而改變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的關係。換句話說，想要了

解如果客服人員具有較高的 HRIS 知覺，是否可以讓客服人員即使在工作上有

角色上的壓力，卻也不至於產生情緒耗竭的現象。希望透過此研究，增加我們

在理論上更進一步的認識，尤其希望提供組織了解 HR 工作實務的重要性，提

供其在管理實務上更具參考價值。 

貳‧ 文獻探討與假設 

一、情緒耗竭 

情緒耗竭是工作倦怠的一個向度。有關工作倦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Freudberger（1974）以及 Maslach（1976），當時就以服務業與醫護人員為研

究對象。工作倦怠是一種壓力反應，Maslach 等人（1996）以人群服務工作為

主的研究，認為工作倦怠包括在工作中發生的情緒耗竭徵候群、去人性化

（ depersonalization ） 與 降 低 個 人 成 就 低 落 感 （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後來研究對象擴及了管理者、白領藍領工人，也延伸到了

客服領域（Schaufeli et al., 2009）。21 世紀以後，工作倦怠已經成為全球重視

的研究議題，根據 Maslach（2003）的定義，重新將工作倦怠修訂為耗竭、憤

世嫉俗（cynicism）、無效能感（sense of inefficacy）三個次構面。然而，從

工作倦怠的發展來看，情緒耗竭一直是主要的核心要件（Cordes & Dougherty, 
1993; Wright & Cropanzano, 1998; van Jaarsveld et al., 2010; Qin et al., 2014），

並且是一種與工作相關的壓力反應（Maslach, 1982; Gaines & Jermie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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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es et al., 1997）。Gaines 與 Jermier（1983）認為倦怠是一個壓力造成的反

應過程，先是造成情緒耗竭的緊張狀態（strain），接著才會產生去人性化與

個人成就低落感的壓力因應（coping），情緒耗竭是工作倦怠的第一階段。 

 情緒耗竭是指在工作中，個人為了達到工作要求與達成績效的預期，使

得情緒過度擴張（overextend），並耗盡（depelete）情緒資源的心理表徵

（Maslach, 1993; Shirom, 2003; Maslach & Leiter, 2008）。因此，當工作者產

生情緒耗竭的現象，就表示他的心理資源已經被耗盡，而無法再付出自己的貢

獻（Ambrose et al., 2014）。早期一些研究，將情緒耗竭分為心理與身體的緊

張關係（Cox et al., 1983; Cox et al., 1984）；Wright 與 Cropanzano（1998）以

及 Densten（2001）的研究也認為，情緒耗竭具有身體疲勞（physical fatigue）
與心理疲倦（mental weariness）兩種特性。但是，這兩種特性卻也與工作倦怠

的定義有相當高程度的重疊性，一些學者更認為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根本就是

同一件事（Pines & Aronson, 1981; Kristensen et al., 2005; Shirom & Melamed, 
2005）。然而，本研究仍然傾向於接受 Schaufeli 等人（2009）的主張，認為

情緒耗竭可以反應在廣泛的對象，但是另外兩個因素則指向特定目的。因此，

情緒耗竭是工作倦怠表現壓力最明顯的徵候（Ambrose et al., 2014），並且是

工作倦怠產生的優先過程。 

 顧客服務是與顧客高度互動的工作，無論是聲音對聲音（voice-to-voice）
或面對面（face-to-face），對客服人員來說都是直接的壓力。Choi 等人（2014）
的研究認為，這些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從事高度的情緒勞動與社會互動，容易因

為工作壓力而產生心理上的緊張狀況。當客服人員與顧客互動所產生的壓力，

對客服人員的情緒耗竭則有顯著的影響（Kim et al., 2012）。然而，Hur 等人

（2013）的研究卻也強調，當組織更關注員工的需求、重視員工的意見、員工

更有成就感、對工作更感興趣，將可能緩和員工的工作壓力，不致於誘發出情

緒耗竭。 

二、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 

角色壓力源自於 Kahn 等人（1964）有關組織壓力的研究，當時就將角色

壓力區分為角色衝突（role conflice）、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與角色超載

（role overload）。角色衝突是指在組織中工作的個人，無法同時滿足多重角

色的不一致要求或期待；角色模糊則是指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因個人不適當或

不完整的資訊或知識，而無法符合適當行為的期待（Dubinsky et al., 1992;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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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9）；而角色超載是指員工在可用時間、能力或其他條件限制下，感

受到太多的責任或工作，而無法完成角色上的要求（Rizzo et al., 1970; Newton 
& Keenan, 1987）。以上角色壓力的三個因素是與工作環境有關的慢性壓力源

（chronic stressors）（Ivancevich & Matteson, 1980; Brief et al., 1981）。客服人

員的工作必須經常與顧客接觸，這類型工作環境最易使他們產生角色壓力。當

客服人員為了解決或滿足顧客需求的問題，卻可能與組織或主管要求的作業效

率不一致，就容易產生角色壓力的問題（Ruyter et al., 2001）；其次，客服人

員經常是跨邊界角色，在工作處理上面臨不確定性，可能是主管的期待，或者

沒有明確的評估指標，也甚或是主管並沒有給予明確指導，都可能產生角色模

糊（Ruyter et al., 2001; Kim et al., 2009）；也因為跨邊界的多重角色，大量的

工作常使得客服人員的角色超載（Jones et al., 2007）。 

 然而回顧角色壓力的研究，Kahn 等人（1964）將角色壓力分為角色衝突、

角色模糊與角色超載三個構面。但 Rizzo 等人（1970）認為角色超載是個體的

角色間衝突（inter role），這是因為一個人可能扮演許多角色而需要有各種行

為表現，目的在滿足角色系統中的位置（position）。因此，Rizzo 等人認為角

色壓力僅有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兩構面。也有研究除了保留角色超載之外，更

將角色超載區分為質性角色負載不足（qualitative role underload）與量性角色

超載（quantitative role overload）（Newton & Keenan, 1987）。在此之後的研

究，有延續 Rizzo 等人的兩構面（如：Dubinsky et al., 1992; Boles et al., 1997; 
Ruyter et al., 2001; Kim et al., 2009; Kim et al., 2015），也有依據三構面的區分

（如：Peterson et al., 1995; Fogarty et al., 2000; Dasgupta, 2012; Akgunduz, 
2015）。根據 Peterson 等人（1995）跨國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指出，高權力距離

（high-power-distance）的國家相較於低權力距離（low-power-distance）的國

家，角色超載現象相對明顯，而台灣在該研究中被列為高權力距離國家。因此，

本研究認為在此文化脈絡的考量下，角色壓力仍採用角色衝突、角色模糊與角

色超載等三個構面，似乎較為恰當。 

 根據 JD-R 模型的觀點，客服人員的角色壓力可被視為其工作要求，是因

為對客服人員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所造成。如果客服人員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才

能達到工作要求，則有可能產生一種壓力源（stressor），而造成工作上的負

面結果（Demerouti et al., 2001）。Maslach 等人（2001）認為持續的工作壓力

會產生工作倦怠，包括工作負荷、時間壓力、角色衝突等壓力源，都與倦怠有

著高度的相關，特別明顯的是情緒耗竭的現象。根據 Fogarty 等人（20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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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顯示，角色壓力的三個因素分別與工作倦怠傾向產生顯著關聯，並強

調在工作場所有關壓力的行為面向是不能忽略角色的問題。Bacharach, 等人

（1991）的研究認為，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變數與結果

變數間的相關研究，得到的結果並不穩定，且舉證角色衝突比角色模糊對壓力

徵候更具直接效果，研究發現角色衝突與角色超載對工作倦怠產生顯著正相

關。Ambrose 等人（2014）則認為角色模糊應該才是對工作倦怠最為重要的變

數，他們研究中確認了老闆與顧客產生的角色模糊與工作倦怠具顯著相關。

Kelloway 與 Barling（1991）在評估工作場所心理健康模型的研究中，得到角

色模糊與角色衝突能正確預測情緒耗竭的結論。但是在 Boles 等人（1997）針

對角色壓力、職家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與情緒耗竭的研究則顯示，角

色衝突與情緒耗竭具顯著相關，但角色模糊並不顯著。Boles 等人對這項結果

提出看法，認為是因為模型加入職家衝突變數，減弱了角色模糊與情緒耗竭的

關係。Wu（2009）在以角色衝突單一構面對情緒耗竭的關聯性研究中則發現，

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另外，在多數以角色衝突與模糊為主的主流研究中，

Ahmad（2010），檢視角色超載檢視與情緒耗竭間的關係，發現角色超載與情

緒耗竭仍具直接顯著關係。根據以上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的影響與

相關性，本研究可以合理推論，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 1：角色衝突對情緒耗竭具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2：角色模糊對情緒耗竭具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3：角色超載對情緒耗竭具顯著正向影響 

三、人力資源投入系統（HRIS） 

企業為了達成組織目的，通常會設計一套人力資源實務的管理組合或策

略束（bundle），使人力資源更有效的服務於組織的人力資源系統。雖然有研

究認為 HCM 與 HIWS 沒什麼不同（如：Wood et al., 2012），也有研究認為高

投入是 HPWS 的內容（如：Wood & De Menezes, 2011）。Castanheira 與 Chambel
（2010）則認為藉由激勵員工、促進員工發展，使員工與組織目標一致所設計

出來，類似 HCMS、HPWS、HIWS 的人力資源實務，稱之為人力資源投入系

統。這些人力資源實務是指從管理政策、組織工作而來的，相當全面的組織程

序（Castanheira & Chambel, 2010），它能促使員工互相合作與學習，透過同

事間的協助使問題解決（Batt & Colvin,2011）。本研究採用 HRIS，是因為 



 
68      輔仁管理評論，第二十三卷第二期，民國 105 年 5 月 

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的研究針對解決客服人員情緒耗竭所提出。

Guthrie（2001）認為，企業如果能致力於 HRIS 實務，將會使員工的態度、行

為與生產力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HRIS 是顧客服務型企業針對客服人員採用

的一種人資實務（Kinnie et al., 2000），透過這個系統，企業可以提升客服人

員的技能，並且提升員工的組織承諾。 

在以服務為導向的工作環境中，顧客滿意度來自於顧客與客服的互動經

驗，因此與顧客高度互動的第一線人員，將背負著沉重的負擔（Chuang & Liao, 
2010），而產生工作的壓力。許多研究也都證實，顧客與服務人員之間的互動

所產生的壓力，也是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Zapf et al., 2003; Dormann & Zapf, 
2004）。根據 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的研究，當員工知覺高度 HRIS
的支持，將會降低因客服人員與顧客的互動，所產生的工作倦怠的耗竭感。因

此，顧客服務導向的公司應該運用 HRIS，使第一線服務人員知覺公司的支持。

HRIS 包括了給予員工發展性的教育訓練、合理的績效評估、以及公平的薪給，

這些都與工作滿足高度相關，與沮喪、焦慮低度相關（Batt & Appelbaum, 1995; 
Frenkel et al, 1998; Holman, 2002; Castanheira & Chambel, 2010）。然而，

Castanheira 與 Chambel 研究的重點是人力資源系統如何降低作倦怠的因果關

聯，將人力資源系統做為預測變數。本研究根據 JD-R 模型，認為 HRIS 是一

個緩衝（buffer）因子，是該模型的工作資源，它並不一定是一項決定性要件，

卻可以減緩角色壓力對情緒耗竭影響的強度。 

 Bakker 等人（2005）的研究顯示，當員工缺乏工作資源，工作要求對情

緒耗竭的影響會特別的強。換句話說，員工擁有較多的工作資源，就會降低工

作要求對情緒耗竭的影響。工作資源如 Bakker 等人（2003）所指，是達成工

作目標的功能、減少工作要求及刺激個人成長與發展，如主管或同事的支持、

績效回饋、與自主性等，本研究認為 HRIS 就屬於這種工作資源。Chuang 與

Liao（2010）進一步認為，公司人力資源措施雖然很重要，但是員工能不能感

受到這些措施對他的幫助才是重點。工作資源具備調節或互動的效果，可能發

生在一連串壓力緊張的任何兩兩變數關係，減低特定壓力源的產生（Kahn & 
Byosiere, 1992）。Bakker 等人（2004）的研究中也已經證明了工作資源扮演

調節角色，改變了工作要求與情緒耗竭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即以 Bakker 等人

的 JD-R 模型為推論基礎，檢視人力資源工作實務是否能夠轉換客服人員工作

的負面情緒。將 HRIS 視為調節變數，觀察 HRIS 是否能改變客服人員的角色

壓力與情緒耗竭之間的關係。亦即當客服人員對組織 HRIS 具有高度知覺時，



 
從客服人員的角色壓力到情緒耗竭-人力資源投入系統知覺作為調節       69 

將會減緩角色壓力對情緒耗竭的影響（斜率平緩）；相反地，若當客服人員對

組織 HRIS 具有低度知覺時，角色壓力對情緒耗竭的影響則會非常明顯（斜率

陡峭）。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客服人員對 HRIS 知覺的強弱，將調節角色壓力（角色衝突、角

色模糊、角色超載）與情緒耗竭。更確切的說，客服人員將會因為擁有較多

（較少）的 HRIS 知覺，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之間的關係會愈弱（愈強）。 

參‧ 方法 

一、樣本選擇與研究程序 

組織中與顧客直接面對面、或透過電話服務的第一線服務人員，大概都

可稱之為客服人員。許多相關研究的調查對象職稱，包括有銷售員、櫃台人員、

電話客服、旅館客房服務等。本研究以台灣客服中心發展協會團體會員，以及

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同業公會會員，選取同意接受調查的 52 家企業組織的客服

人員為研究樣本。為了使研究順利進行，避免在發放問卷過程中，反覆確認調

查對象職務，而可能衍生不必要困擾。因此，一律以企業中職務名稱為「客服

人員」，直接與顧客接觸，並至少在該職務工作 6 個月以上的全職工作者，做

為本研究的調查對象。本研究首先以電話聯繫各公司客服主管，說明研究內

容、調查過程與對象，取得同意後請客服主管代為轉發問卷。 

 本研究採取兩階段問卷填答，所有問卷均在末頁頁尾註記流水編號以利

配對，並委請客服主管根據相對應編號人員進行發收，統整後寄回。由於兩階

段問卷發收過程稍嫌冗長複雜，問卷回收期間，多次與各企業客服主管聯繫，

經多次催收，前後回收期共歷經 5 個多月。第一階段總共發出 625 份問卷，詢

問有關角色壓力與 HRIS 知覺的問題，總計回收 282 份，刪除無效問卷後，有

效問卷共 264 份。第二階段在隔 3 個月之後，再根據第一階段有效樣本發給相

同受訪者填答，詢問情緒耗竭的問題，共回收可配對問卷 226 份，全期程回收

率 36%。由於寄發給每一家公司 10 至 15 份問卷，但並非每位客服主管都將

問卷全部分發。因此，實際發出問卷與客服主管實際分送給員工的問卷有相當

落差，導致回收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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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量工具 

（一）情緒耗竭 

 情緒耗竭的測量採用 Maslach 等人（1996）發展的「職業倦怠量表」，

其中有關情緒耗竭構面部分，該分量表共有 9 個題項。題項內容如：「一天工

作結束我總是感到筋疲力盡」、「整天與顧客在一起的工作對我而言真是緊

張」、「我對我的工作感到挫折」、「我對我的工作感到厭煩」等。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94。 

（二）角色壓力 

角色壓力當中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兩個構面，採用 Rizzo 等人（1970）發

展的量表。該量表發展至今，仍被許多研究採用，並已得到相當豐碩的成果。

角色衝突有 8 個題項，均為正向題。題項內容如：「為了完成指派的工作我必

須違反規則與政策」、「我在至少兩個以上相當不同的工作群體工作」、「我

接受來自至少兩個以上的人不一致的要求」等；角色模糊有 5 個題項，均為反

向題。題項內容如：「我相當了解我有多少的職權」、「我可以適當的分配我

的時間」、「我必須完成的工作都有清楚的說明」等。角色超載是採用 Bolino
與 Turnley（2005）改編自 Beehr 等人（1976）、Schaubroeck 等人（1989）的

量表，共有 3 個題項。題項內容如：「我被期待完成過量的工作」、「我似乎

從未有足夠時間完成每一件工作」、「我似乎總有太多要做的工作」。三個分

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86、.81、.70。 

（三）人力資源投入系統知覺 

 HRIS 知覺的測量採用 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自行發展的量表，

該量表是針對客服人員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所開發的。該量表共有 10 個題項，

測量客服人員在工作上的訓練、參與以及績效薪等的知覺態度。題項內容如：

在我們客服部門裡「我們有群體會議來討論問題」、「我們收到公司的定期資

訊」、「我接受持續訓練以勝任我們的任務」、「我的收入取決於我的績效品

質」。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88。 

以上三種量表的所有題項，均採 likert scale 七點尺度進行測量，計分範圍

從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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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變數 

 本研究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現職年資、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 
NA）為控制變數。性別與年齡因為與不良後果的工作行為相關而必須受控制

（Henle, 2005）；尤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產生情緒耗竭（Maslach & Jackson, 
1985）。Boselie 等人（2005）認為，除了性別與年齡外，年資與教育程度在

人力資源相關活動方面都必須加以控制。最後，負向情感預測情緒耗竭

（Brotheridge & Grandey, 2002），並與不良後果的工作行為有正相關（Douglas 
& Martinko, 2001），本研究也增加此控制變數。負向情感量表採用 Agho 等人

（1992）擷取自 David Watson 的多向度人格指數（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index），計有 11 個題項，採七點量表尺度衡量。NA 量表內容如：「我經常

發現我自己會擔憂某些事情」、「我常為了一點惱人的事發火」、「我經常為

擔憂的事而睡不著覺」、「多數的日子我都處在緊張的狀態」等。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88。 

 以上原始量表均為外文，本研究已委請美籍台裔學者及其美籍友人進行

雙向翻譯，確保量表品質。 

肆‧ 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以女性 140 人居多，佔樣本人數的 61.9%；所有樣本平

均年齡為 28.52 歲，最小年齡 19 歲，最大年齡為 40 歲，眾數為 28 歲（15%）；

現職年資採月計，平均 32.76 個月，最少 6 個月，最多 122 個月；學歷部分以

具大學學歷者最多，共計 153 人（67.7%），專科（含）以下 58 人，研究所以

上 15 人；客服人員類型包括電話客服 82 人、櫃台人員 48 人、客房服務 66
人、售後服務員 30 人。 

二、相關分析 

 表一是本研究所有變數的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表中包含控制變數

（性別、年齡、現職年資、學歷與負向情感）、預測變數（角色衝突、角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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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與角色超載）、調節變數（HRIS 知覺）、結果變數（情緒耗竭）。表內顯示，

性別與情緒耗竭及角色模糊具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23（p < .01）與.17
（p < .05），亦即女性在工作上較易產生情緒耗竭與角色模糊。年齡與現職年

資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59（p < .01），顯示年齡愈大者，從事客服

工作的時間愈長。NA 分別與情緒耗竭、角色衝突、角色超載呈現顯著正相關

相關係數分別為 .36（p < .01）、.27（p < .01）、.17（p < .01），表示負向情感

愈強烈，客服人員在工作上愈容易產生情緒耗竭、角色衝突與角色超載；再者，

NA 與 HRIS 知覺呈現顯著負相關（r= -.23, p < .01），也就是 NA 愈高者，知

覺到 HRIS 者則愈低。 

表一 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 

變數 M S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別 1.62 0.49          

2.年齡 28.52 3.50 -.03**         

3. 現 職

年資 
32.76 16.58 .00** .59**        

4.學歷 3.72 0.72 .04** .05** -.11**       

5. 情 緒

耗竭 
4.47 1.05 .23** .07** .05** .09**      

6. 負 向

情感 
3.39 0.62 .12** .10** .11** .04** .36**     

7. 角 色

衝突 
4.71 0.86 .08** .03** -.02** .09** .57** .27**    

8. 角 色

模糊 
4.30 0.88 .17** -.01** -.07** .03** .32** .12** .30**   

9. 角 色

超載 
4.17 1.01 .07** -.00** -.08** .03** .24** .17** .18** .30**  

10.HRIS
知覺 

3.93 0.80 -.13** -.09** -.01** -.04** -.46** -.23** -.35** -.07** -.28** 

註：N= 226；M=平均數；S=標準差；性別編碼，男性為 1，女性為 2；學歷編碼依次為，1.國
中（含）以下、2.高中（職）、3.專科、4.大學、5.研究所以上；現職年資以月計。角色模糊反

向題計分已轉換。*p < .05. ** p < .01.  

預測變數之間的關係方面，其相關係數分別為：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 .30
（p < .01）、角色衝突與角色超載 .18（p < .01）、角色模糊與角色超載 .30（p 
< .01）。預測變數與結果變數方面，角色壓力的三個構面均與情緒耗竭具顯著

正相關，分別為與角色衝突的 .57（p < .01）、與角色模糊的 .32（p < .01）、
與角色超載的 .24（p < .01）。顯示角色壓力愈大，情緒耗竭愈高。最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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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變數 HRIS 知覺除了與角色模糊的關係不顯著外，其餘均具顯著負相關，其

相關係數包括與情緒耗竭的 -.46（p < .01）、與角色衝突的 -.35（p < .01）、與

角色超載的 -.28（p < .01）。 

三、測量模式檢驗 

在假設檢定之前，本研究先針對測量工具進行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的評估。我們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所得結

果顯示，本研究測量模式的 χ²值為 1005.27（χ²/df= 1.72），五因子的配適指

標為：NFI= .92, NNFI= .96, CFI= .97, IFI= .97, RMSEA= .048, SRMR= .058（Hu 
& Bentler, 1995），顯示本測量工具整體測量模式配適情形良好。接著進行測量

工具的內在品質檢驗，表二顯示：因素負荷量僅 X31 的.58，其餘多數介

於.60~.84 之間，根據 Tabachnica 與 Fidell（2007）的建議，因素負荷量大於.55
即可宣稱良好；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介於.76 至.94，符合 Bagozzi
與 Yi（1998）所建議達.60 以上的穩定性；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雖僅有情緒耗竭與角色超載大於.50 的理想值，但根據 Hair 等人

（2006）認為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以達.50 為門檻，換句話說，平均變異萃取量

至少為.25 以上為合理。本研究至少在.44 以上，接近.50，應為可接受範圍。

除此之外，為了使不同變數之間能夠明確的區別，本研究將兩兩變數的相關設

定為 1，與未設定之原模式所產生的 χ²值進行差異檢定，檢定結果如表三所

示，最小差異值為角色模糊與角色超載的 56.38，最大差異值為情緒耗竭與角

色衝突的 246.51，所有變數之間的χ²值差異均大於 3.86 的統計顯著水準，表

示所有變數之間具顯著的區別效度。 

表二 內在配適檢驗 
潛在變數 觀察變數 λ SMC CR AVE 

情緒耗竭 

X1 0.84 0.70 

0.94 0.65 

X2 0.83 0.69 
X3 0.84 0.70 
X4 0.82 0.67 
X5 0.79 0.63 
X6 0.78 0.61 
X7 0.77 0.59 
X8 0.77 0.60 
X9 0.83 0.69 

角色衝突 
X10 0.71 0.51 

0.86 0.44 X11 0.66 0.44 
X12 0.6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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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 0.63 0.40 
X14 0.68 0.47 
X15 0.67 0.45 
X16 0.66 0.44 
X17 0.63 0.40 

角色模糊 

X18 0.60 0.36 

0.82 0.44 

X19 0.60 0.36 
X20 0.73 0.53 
X21 0.62 0.38 
X22 0.67 0.45 
X23 0.74 0.55 

角色超載 
X24 0.81 0.66 

0.76 0.52 X25 0.70 0.48 
X26 0.76 0.58 

HRIS 

X27 0.70 0.49 

0.89 0.45 

X28 0.69 0.48 
X29 0.65 0.42 
X30 0.68 0.47 
X31 0.58 0.34 
X32 0.68 0.46 
X33 0.64 0.40 
X34 0.64 0.41 
X35 0.65 0.42 

 X36 0.77 0.59   

註：λ為因素負荷量；SMC 為多元相關平方；CR 為組合信度；AVE 為平均變異萃取量。 

 

表三 卡方值差異檢定 
潛在變數 角色衝突 角色模糊’ 角色超載 HRIS 
情緒耗竭 246.51 166.60 147.98 173.21 
角色衝突  98.68 81.21 126.32 
角色模糊   56.38 94.50 
角色超載    62.95 

註：欄內數字為兩兩潛在變數之卡方差異值。 

為了確保研究模型的最佳配適的最佳效果，本研究另外提出四個競爭模型

加以比較，詳細描述如表四所示。結果顯示，所有競爭模型的配適效果均不如

本研究提出的五因子理論模型，假設檢定可依本研究模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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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其他競爭模型配適指標 
測量模

式 
df χ² χ²/df NNFI NFI CFI IFI  RMSEA  SRMR 

單因素 595 2596.58 4.36 0.83 0.80 0.84 0.84 0.15 0.15 
二因素 595 2303.66 3.87 0.86 0.82 0.86 0.86 0.14 0.17 
三因素 594 1937.60 3.26 0.89 0.85 0.89 0.89 0.10 0.16 
四因素

-1 
592 1875.09 3.17 0.89 0.86 0.90 0.90 0.10 0.16 

四因素

-2 
592 1704.64 2.88 0.91 0.87 0.91 0.91 0.09 0.16 

四因素

-3 
592 1731.19 2.94 0.90 0.87 0.91 0.91 0.09 0.16 

註：N=226。 
單因素是將所有變數視為同一因素。 
二因素是將角色壓力的三個變數與 HRIS 知覺視為同一因素，情緒耗竭為第二因素。 
三因素是將角色壓力的三個變數整合為同一因素，HRIS 知覺為第二因素，情緒耗竭為第三因

素。 
四因素-1 是將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整合為同一因素，角色超載、HRIS 知覺、情緒耗竭為其他

三個因素。 
四因素-2 是將角色模糊與角色超載整合為同一因素，角色衝突、HRIS 知覺、情緒耗竭為其他

三個因素。 
四因素-3 是將角色衝突與角色超載整合為同一因素，角色模糊、HRIS 知覺、情緒耗竭為其他

三個因素。 

四、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用層級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驗證研究假

設，總共進行四個步驟，逐次投入變數，產生四個模型，詳細如表五所示。模

型 1 是控制變數與情緒耗竭的關係；模型 2 增加了三個預測變數；模型 3 再加

入調節變數 HRIS 知覺；最後則是投入交互作用項的模型 4。為了使交互作用

項避免與原始變數產生線性相關，本研究在進行交互作用前，將交互作用項各

個變數進行平均數中心化（mean centering）（Kraemer & Blasey, 2004），以中

心化後的分數計算兩兩變數的交乘效果。如果交互作用效果顯著，則以 HRIS
知覺中位數區分高低兩組，圖示說明未標準化的交互作用關係。 

（一）假設一至假設三的驗證 

根據表五中模型 2 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現職年資、學歷與負向情感

的解釋力之後，觀察角色衝突、角色模糊、角色超載三個預測變數，對情緒耗

竭的淨解釋力。研究結果指出，此三個變數對情緒耗竭皆具有顯著淨解釋力

（△R²＝.249, p < .01）。其中，角色衝突對情緒耗竭的影響最明顯，達正向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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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β= .45, p < .01），假設 1 得到支持：角色衝突對情緒耗竭具顯著影

響。角色模糊對情緒耗竭的影響亦達顯著水準（β= .18, p < .05），假設 2 得到

支持：角色模糊對情緒耗竭具顯著影響。然而，角色超載在此模型中並未對情

緒耗竭產生影響（β= .08, n.s.），假設 3 未得到支持。 

表五 層級迴歸分析 

變數 
情緒耗竭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變數     
性別 .19** .14** .12** .12** 

年齡 .04** .01** -.01** -.03** 

現職年資 -.01*** .05** .06** .07** 

學歷 .07** .04** .04** .06** 

負向情感 .33** .18** .16** .15** 

預測變數     

角色衝突  .45** .37** -.66** 

角色模糊  .18** .15** -.32** 

角色超載  .08** .02** .30** 

調節變數     

HRIS 知覺   -.26** -1.62** 

交互作用項     

角色衝突 xHRIS    1.24** 

角色模糊 xHRIS    .64* 

角色超載 xHRIS    -.30* 

R² .170 .418 .472 .525 

adjustR² .151 .397 .450 .499 

△R²  .249 .054 .053 

F 8.995** 19.502** 21.454** 19.649** 
 註：*p < .05. ** p < .01 

（二）假設四的驗證 

表五模型 3 所示，調節變數 HRIS 知覺與情緒耗竭具顯著負相關（β= -.26, 
p < .01），表示排除控制變數之後，預測變數與調節變數在控制彼此的效果後，

都有顯著解釋力。接著，模型 4 將三個預測變數與 HRIS 知覺的交互作用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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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預測對情緒耗竭的影響，整體模型中的交互作用項對情緒耗竭存在淨解釋力

（△R²＝.053, p < .01）。進一步分析顯示，只有角色衝突與 HRIS 知覺的交互

作用對情緒耗竭具顯著預測效果（β= 1.24, p < .01），另外兩個均不顯著。換

句話說，HRIS 知覺僅對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的關係產生調節效果，對角色模

糊與角色超載對情緒耗竭則未具調節效果，假設 4 得到部分支持。從圖 1 的調

節效果顯示，這是屬於干擾效果的交互作用，隨著 HRIS 知覺變強，角色衝突

對情緒耗竭的正向影響逐漸削弱。因此，高 HRIS 知覺者確實比低 HRIS 知覺

者，在改變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之間的關係較為明顯，也就是說，高 HRIS 知

覺者通常不易因為角色衝突造成情緒的耗竭。 

 

 
 

 

伍‧ 結論 
本研究從角色壓力理論觀察客服人員在工作場域的角色壓力對情緒耗竭

的影響，並以 JD-R 模型檢視 HRIS 產生的調節效果。研究發現了客服人員的

角色壓力確實會產生情緒的耗竭，但是客服人員如能對公司提供的訓練、參與

以及績效薪有深刻的感受，客服人員通常會有比較低的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

過去已有探討角色壓力與工作倦怠（例如：Boles et al., 1997; Fogarty et al., 2000; 
Thomas & Lankau, 2009; Ambrose et al., 2014）相關的研究主題。但是，JD-R
模型告訴我們，員工如果感受不到充分的資源，來處理他們的工作角色上的要

求，他們將會有負向情感反應並產生倦怠感。因此，本研究認為如果公司能提

圖一 HRIS 知覺的調節效果 

情
緒
耗
竭 

4 

0 角色衝突平均數中心化 -2 
2 

低 HRIS 知覺  
高 HRIS 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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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足夠的資源給客服人員，應該會使客服人員更勇於面對壓力進而降低倦怠，

而這個資源應該是人力資源實務中的 HRIS，這是本研究的貢獻。 
 本研究根據理論推導出研究假設，以具有良好信效度的研究工具衡量客

服人員的角色壓力、HRIS 知覺以及情緒耗竭的程度。為了使推論更具說服力，

避免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本研究採取兩階段問卷調查，更增添研究過程的複

雜度。雖然因為這些過程而損失許多問卷，所幸問卷的質量沒有造成統計分析

的阻礙，最終得到以下研究發現： 
1. 整體而言，角色壓力確實會影響工作的倦怠感與情緒耗竭，如同

Fogarty 等人（2000）、Thomas 與 Lankau（2009）的研究結果相符。就角色

壓力的三個層面來說，客服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顯著影響情緒耗竭，也

就是客服人員常因為多重角色的期待，以及對自己工作職掌的不清楚，而造成

工作上的挫折與緊張。這部分在 Kelloway 與 Barling（1991）、Boles 等人（1997）
以及 Ambrose 等人（2014）的研究，也分別與本研究結果一致。但是，客服

人員在角色超載部分卻未對情緒耗竭有顯著影響。這個結果與研究的預期有落

差，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統計方法減弱了角色超載的影響性。可能如 Peterson
等人（1995）的研究結論中所強調的，角色模糊與角色超載可能因為文化、工

作性質的不同，兩個變數的重要性可能會不同而必須有所取捨。雖然 Perterson
等人的研究是針對管理者，但提出的建議或許也適合本研究解釋的可能性。再

者，根據 Peterson 等人（1995）的研究，將台灣社會歸類為高權力距離國家，

但是經過 20 年後，台灣已是民主化相當成熟的國家，是否還屬於高權力距離

國家值得商榷。Zhang 等人（2010）的一項研究，曾經衡量台灣、日本、印度、

澳洲、紐西蘭、中國大陸、新加坡等 14 個國家，該研究顯示台灣已非屬於高

權力距離國家。因此，角色壓力或許未來應該採用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兩構面

進行衡量即可。 
2. 本研究也進一步發現，客服人員對於公司的 HRIS 具有高度知覺感

受時，會減弱角色壓力與情緒耗竭的關係。這個結果回應了 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人力資源系統可以改善甚或降低員工情緒的耗竭的論點，同

時，也說明了情緒勞動者如果有適當工作資源的提供，將會減少員工負向的情

緒後果（Seery & Corrigall, 2009），符合 JD-R 模型的假設。至於 HRIS 對角

色模糊與情緒耗竭無法產生調節效果，本研究認為客服人員工作仍具有相當程

度規則化與低度裁量（low-discretion）（Houlihan, 2002），角色模糊與否取決

於工作內容是否律定明確。根據 Castanheira 與 Chambel（2010）的研究，人

力資源實務當中的 HRCS 就是在確保員工遵守工作規則與程序，並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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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IS。因此，角色模糊與情緒耗竭無法受到 HRIS 的調節，而應該透過 HRCS
似乎是比較合理的解釋。至於 HRIS 對角色超載與情緒耗竭的調節，既然在前

一階段就已顯示角色超載與情緒耗竭無顯著關聯，HRIS 的調節效果自然就不

存在。雖然這兩個調節效果不顯著，但是本研究仍認為，HRIS 扮演著角色壓

力與情緒耗竭之間重要的調節效果，依然深具理論的意義。 

一、實務意涵 

為顧客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是提升企業聲譽與價值的經營理念，第一線與

顧客接觸的客服人員擔負著顧客與公司之間的橋樑，職務層級通常不高，卻可

能是影響公司績效至為重要的員工。本研究告訴我們，客服人員對外面對客

戶，對內面對公司主管，多重角色的沉重壓力將會對工作造成厭煩、挫敗。因

此，企業政策與公司主管應該讓客服人員清楚知道對待顧客哪些是被允許去做

的，也必須建立清楚的工作準則（Boles et al., 1997）。具跨邊界角色的客服人

員，對自己工作職責可能無法釐清，處理問題易造成無所適從，主管必須清楚

考核方式，並且建立即時溝通管道；企業也應該提供替顧客解決問題的步驟，

處理並解決顧客的異議，主管必須適時伸出援手予客服人員適時的支持

（Ambrose et al., 2014）。除此之外，公司必須重視客服人員的人力資源實務，

特別是在 HRIS 提供，必須確實地讓員工真正感受到是對他有幫助的措施

（Chuang & Liao, 2010）。本研究根據 JD-R 模型，以 HRIS 做為調節效果，將

HRIS 視為條件因素，研究結果解釋了客服人員可以透過企業的 HRIS，減緩

因角色壓力造成的情緒耗竭。本研究因此提供 HRIS 的工作實務，內容包括：

1.安排各種訓練課程，提供一套完整知識體系的應用課程（Zeus & Skiffington, 
2003），使員工工作具有方向感，感到被重視。2.利用各種管道讓員工提出建

言，建立知識分享的機制，以提升員工的決策參與感；3.建立績效薪的評估標

準，使員工的績效指標與公司的策略目標相符。4.透過群體會議，將客服人員

在第一線與顧客接觸所遭遇的問題提出來共同討論，經由腦力激盪提出解決之

道；甚且可以透過會議互訴壓力，成為壓力抒解的管道，使心情獲得舒緩避免

產生情緒耗竭。5.公司可以不定期邀請專家舉辦情緒管理課程，使客服人員在

面對顧客時能適當管理情緒，同時也可避免過度壓抑情緒，影響心理健康

（Kinman, 2009）。企業如果能落實這些措施，將可能削弱員工工作的角色壓

力對情緒耗竭的影響，提升客服人員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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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與建議 

本研究過程審慎規劃，雖然盡可能符合各項研究規範，仍不免受到一些研

究上的限制，分別說明如下，並提出未來研究建議：1.為了發放問卷的便利，

本研究樣本侷限在各公司職稱為客服人員的員工，這可能遺失一些重要的樣本

資訊。未來若時間精力許可下，可以先界定客服人員的工作內容，符合者都可

以列入調查對象。2.由於實施兩階段問卷調查，配對造成問卷蒐集上的困難，

也遺失了許多樣本數據。未來若財力上許可，可以建立電子化問卷，並透過配

對化設計，增加樣本回收成功率。3.此次研究僅將重點放置在 HRIS 的激勵效

果，未來可進一步同時將控制系統一起觀照，應該會發現更重要的研究成果。

4.情緒耗竭為工作倦怠的一個向度，無論它是憤世嫉俗與無效能的前因，還是

三個相關的向度，如果可以全部調查，會使研究更具價值。後繼研究可以擴充

這三個向度，應該對工作倦怠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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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role stress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It  also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erception of human resource involvement system (HRIS) based on JD-R 

model. A dyadic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customer services, and 226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gender, age, education, tenure, negative affectivity of respon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ole conflict and role ambiguit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Moreover, the 

perception of HRI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role conflict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when the perception of HRIS is grea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conflict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is  

weaker, but no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ambiguity and role overload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Finally,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proposed, and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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